
 

第一章  緒論 

    「政府的團隊及決策十分重要。該做時要做對事情是上策；其次是不該做時

做了事情；最後是該做時沒有做，還做錯。」－－江丙坤，2001 年 4月 30日，
工商時報 
 
回顧 1990 年代，政府的經濟政策逐漸以自由化、國際化以及法制化為最高

指導原則，1995 年通過的「亞太營運中心」計畫便是這股趨勢下的產物。當時

的臺灣，在 1952-1994 年間，平均每年經濟成長率高達 8.6%的「經濟奇蹟」之
後，面對世界貿易組織（WTO）成立並運作後的新國際經貿規範－特別是經濟

自由化的趨勢－對既有經貿體制與產業結構調整的衝擊，以及中國大陸改革開

放、兩岸經貿關係及依賴程度日益密切，加上國內投資不足和經濟成長率趨緩、

本國產業大量外移及先進國家投資流入其他開發中國家、產業空洞化所導致的所

得分配可能趨於惡化，無論政府或民間，都亟欲尋求經濟發展的再突破。 
在這股濃郁而殷切的氣氛之下，「亞太營運中心」計畫誕生了。依行政院經

建會規劃，「亞太營運中心」是將臺灣建設成為歐、美跨國企業，與本國企業進

軍和經營東亞市場的門戶，並藉此調整臺灣與亞太各國間的經貿關係；同時以多

元的對外經貿關係，建構台灣的經濟安全網，並循序推動兩岸關係。整個計畫係

採階段性的發展策略，從 1995 年開始，以漸進的方式，逐步進行總體經濟結構

的調整，同時根據臺灣經濟的條件，擇取具潛力的專業營運中心，分階段作重點

突破，藉以帶動「面」的發展。 
    然而，這套以法令鬆綁及總體經濟調整為靈魂的改革計畫，卻在 1997 年底

爆發德商拜耳暫時中止投資案，使推動績效遭受挫折及質疑。2000 年政黨輪替

之後，行政院通過「全球運籌發展計畫」，接續「亞太營運中心計畫」第二階段，

政策轉向以發展台灣成為全球運籌管理中心為目標，亞太營運中心計畫於焉走入

歷史。 
的確，表面上 2000 年政黨輪替在短期內造成了許多政策改變。2001 年，全

球景氣急速下滑，聯合國 2001 年世界經濟與社會調查報告將世界經濟成長率向

下修正為 2.5%；然台灣經濟情勢更為惡化，經濟成長率遽跌至-2.2%（如圖一），
許多人將之歸因於新政府新手上路，施政經驗不足，且急於兌現競選政見，甫上

台即宣布核四停建、縮短工時等等。如江丙坤（2000）所言，「扁政府應該維持
過去政府的作法，繼續推動亞太營運中心，開放貨物直航，降低運輸成本，使原

料、零組件廠能夠『根留台灣』。」暗示政黨輪替之後政策大翻盤，終結了國民

黨時代的亞太營運中心計畫；「過去國民黨的成功就是『該做的時候做對的事

情』，因此，這與政府的團隊有關係，比如說民進黨停建核四就是不該做的時候

去做。」（江丙坤，2001）抨擊新政府施政不當。但，隱藏在這些「通說」背後

的，事實果真是如此嗎？在政黨輪替造成政策改變的表象背後，是否還存在更長

遠的制度變動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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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度乃一個社會的遊戲規則，是人類設定來限制其行為互動的約束。制度一

旦建立，就決定出政治與經濟活動的機會與成本。因而，什麼樣的制度組合最能

降低成本促成交易？制度與組織之間的互動，又如何影響了制度演進？這些都是

制度分析引人入勝之處。 
    為此，回顧 1990 年代以來自由化、國際化的改革風潮，將「亞太營運中心

計畫」視為服膺「自由化、國際化」兩大原則的制度改革，其中挫之因就顯得耐

人尋味了。1997 年底的拜耳撤資案，在其中扮演了關鍵性的角色。 
    本文的目的，就在以制度變遷的角度，發掘拜耳撤資乃至於亞太營運中心計

畫中挫之因；以路徑相依的觀點，說明制度變動的因素可能早就存在於更之前的

事件當中，因此「在該做的時候做對事情」是絕對重要的。 
 
 
圖一  1997-2004我國經濟成長率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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